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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 1952－2016年亚洲 15个经济体的数据为样本，全面衡量该区域在过去 64年中
人均 GDP 的收敛性，并分时期、分收入组讨论了区域内贸易对经济收敛过程的促进效应。实证结
果表明，整个区域内的人均 GDP 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但无法得到整体收敛的结论，收敛只存在
于特定组别和特定的时间区间。“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极大促进了先进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并帮助它们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 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后，随着世界经济的疲软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区域内贸易在各经济体对外贸易中扮
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区域内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且后进经济体能够从中
获得更多的发展收益，实现对先进经济体的追赶，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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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上世纪 90年代起，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其研究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如果收敛性可以被证明，那就意味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在人均 GDP 或人
均收入上的差距只是暂时的，并最终会趋向于相同的技术水平、需求偏好以及收入水平( Durlauf，
1996) 。［1］但因为异质性等原因的存在，在各种关于经济收敛问题的实证分析中，无论是面板数据
还是截面数据，较少能够得到收敛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尽可能控制除了经济因素之外的异质性，
实际上就为跨国比较提供了可行性保证，于是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经济体的研究应运而生，OECD
国家、欧盟区、拉丁美洲、非洲等先后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在亚洲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更是一
个非常合适的研究样本。首先，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域临近，文化交融，以及近似的发展模式，
相比其他地区能够最大限度上排除异质性对分析的干扰。其次，除了相似性，该地区又具有更大的
多样性。一方面，上个世纪下半叶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东亚奇迹”，90 年代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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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高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在取
得发展先机后遭遇增长困境，陷入发展瓶颈，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其他东盟落后国家增长
乏力，长期陷于贫困，直到上世纪末才开始走向发展的道路。最后，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区
域内各经济体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 Lucas，1988) ［2］，到东盟及“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再到
2015年东盟宣布正式建成共同体，实现货物、服务、投资、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
和区域贸易合作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一直都扮演重要角色，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区域内收入
差距中的作用更加值得深入探讨和分析。基于理论和现实的综合考虑，本文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作为研究对象，考察 1952－2016年 15个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增长率的敛散性和区域内贸
易对上述敛散性的影响和作用。
一、文献综述
经济收敛的研究源起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Solow，1956) ，该模型认为一国经济取决于资
本存量与劳动投入等内生变量，和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等外生变量。在外生变量给
定情况下，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该经济体会收敛于稳态均衡点，即绝对收敛。但现实中由于外
生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经济体会收敛到不同的稳态均衡点，即条件收敛。而作为内生增长理
论的代表，Lucas( 1988) 则认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不会收
敛，但其增长率存在收敛，并提出如果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种收敛性会增
强。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往来不仅会让参与国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也会
带来技术的追赶，从而促进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Ben David，1996) 。［3］因此，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致力于验证世界贸易、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
Williamson( 1993) 首先讨论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是经济收敛的
动力之一。Ben－David( 1993) 以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为例，证明二战以后欧洲内部的贸易自由
化是区域内收入收敛的显著原因。Walz( 1997) 在两国模型中加入技术发展滞后的第三个国家，利
用简化模型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 一体化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刺激整体经
济发展;且技术滞后的第三国可以在此过程中缩小与其他两国的收入差距。［4］Henrekon et al
( 1997) 验证贸易和制度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欧洲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基于
欧盟数据对贸易、FDI 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得到相似结论的还包括 Baldwin ( 2000 ) 、Dohrn
( 2001) 和 Gao( 2005) 等。Kutan和 Yigit( 2007) 使用欧盟的数据分析了欧洲一体化对经济收敛以及
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加入欧盟前后欧盟成员国的主要宏观指标，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显
著的结构性差异，由此得出欧洲一体化对各个成员国都是有利的，特别有助于新加入成员赶超欧盟
核心成员国的结论。［5］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更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一些相反
的结论也逐步出现。Ben－David( 2003) 以全球范围内选出的 25 个国家为基础，从其与主要贸易伙
伴国双边贸易的角度，证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在所构造
的双边贸易国中更加明显，尤其是收入较低国家向较高国家出口的增加会加快这种收敛速度。
Branko( 2003) 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对 1870－1950 年欧洲、北美和大洋洲 20 个国家
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论是战争期间即非全球化时期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至
少在 1950年之前的国际贸易制度与发达国家收入的收敛性有关系。［6］Ashok 和 Miyuki( 2004) 通过
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 64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的实施使得亚洲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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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7］Dirk Willem( 2008) 利用近 100 个发展中国家 1970
－2004年的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论认为: 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对经济
收敛的促进效应无法验证，但针对特定国家的增长检验说明区域一体化有助于解决国家间的关键
问题，如铁路、公路、空运和能源等领域。［8］
针对亚洲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分析 FDI、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研究中各有侧重，但是对
于 FDI以及出口对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方面的观察存在较为一致的结论。Grier、Tul-
lock( 1989) 和 Helliwell( 1992) 的截面数据分析证明亚洲经济体间不存在经济收敛性。［9］Fukuda 和
Toya( 1995) 在针对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 NIES) 的研究中认为它们之间的增长率之间不存在绝
对收敛，但如果以出口占 GDP 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则这种条件收敛是存在的。［10］Kim( 2001) 利用
面板单位根检验了亚洲 17个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在 1960－1992年间的收敛性，证明了各经济
体人均收入收敛于组均值和经济增长率不同步于平衡增长路径，条件收敛存在。［11］Chowdhury
( 2011) 用随机单位根检验，分别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参照国，对亚太地区 10 个经济体进行了检
验，认为虽然总体收敛性不存在，但发展较快的经济体之间存在俱乐部收敛，并提出样本国之间缺
乏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是导致发散的主要原因。［12］Hsiao( 2006) 使用 1986－2004 年东亚和东南亚 8
个经济体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检验了 GDP、出口与 FDI 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研究发现，利用时
间序列进行分析，不同的国家 GDP、出口以及 FDI 之间有不同的因果关系，无法得到一般性的结
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如果使用面板数据( 对总体而不是对个体进行分别分析) 进行分析的结论
是，GDP 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FDI与 GDP 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即 FDI上升会导致经
济增长;反之不成立) 。［13］
除了上述研究，国内学者也对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收敛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刘金全等
( 2009) 利用面板单位根和 TAＲ模型对亚洲 8个典型经济体的经济收敛性进行了分组检验，认为发
达经济体之间存在收敛，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则表现为发散，且中国与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路径
正在逐渐拉大，并快速向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水平收敛。［14］范爱军等( 2010) 对“10+3”经济合作中的
收敛性进行了检验，认为 2000年之前东盟国家经济收敛现象不明显，但之后以每年 0．21%的速度
收敛，且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收敛速度高于东盟内部的收敛速度，并提出高开放度促进了东盟国家
的经济收敛。［15］杨帆、滕建州( 2013) 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的方法对 1978－2011 年东亚 10
个经济体之间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收
敛与贸易自由化互为因果关系，但是在不发达经济体之间贸易强度的提高虽在长期内可以推动经
济收敛，可是经济收敛却不是贸易强度提高的原因。［16］
综上所述，虽然出口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是不是一定会导向经济收敛，即区域内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逐渐减小，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却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此外，在过去的半个世
纪，东亚、东南亚各经济体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内经济合作也在不断深化，那么这些因素
与经济收敛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该区域内各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呈现出
怎样的趋势，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合作的加强又在各个时期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是此前
的研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探索的方向。
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经济收敛性的总体检验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经济体经历了高涨与繁荣，也遭遇了发展困境和金融危机的冲击。
那么，各经济体之间发展是否平衡? 经济收敛路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区域内或子区域内经济敛
散性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都是本部分所关注的问题。在样本和观测期的选择上，本文主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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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因素:首先，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其次，经济体之间贸易关系的紧密性;再次，各经济体
发展历程的完整性;最后，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基于此，被研究经济体包括: 日本，“亚洲四小龙”即
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90 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
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近年来与上述国家贸易往来不断上升
的印度，观测期为 1952－2016年。此设定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样本中各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涉
及到高、中、低 3个收入组群，同时兼顾到东盟、中、日、韩和印度之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内部
贸易在除中国和印度外各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都超过 50%，中国和印度超过 30%。
为了更好满足跨国分析的需要，本文使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The Conference Board) 的世界
经济总量数据库 ( Total Economy Database)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宾大数据表 ( Penn World Table
9．0) ，上述数据库都是基于国民帐户信息以及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标准而构建，可以很好地应用于
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为了方便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比分析，也为下文进一步探讨的需要，本
文使用人均国民收入 GDP Per Capita作为计算经济收敛性的基础变量。
( 一) σ收敛性检验和地区收入差异的国际比较
目前，在各类文献中最常见的测量经济收敛的方法有: 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侧重反映收敛速
度，是对增量的测算; σ收敛则反映人均收入存量的变化，且有利于观测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动态过
程。［17］σ收敛系数的测算方法最早由 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1992) 提出①，由于它以不同收入
群体收入差距的标准差为计算基础，因此更适合于对一个时间段内区域收入差距的变化过程进行
描述。依据经济收敛理论，如果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不同，国家之间人均 GDP 的差异会
逐渐增加，因此其方差应该是一阶单整的非平稳过程。与此相对的是，如果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
没有逐渐增加，那么他们的方差应该是平稳过程。基于σ收敛系数，Evans( 1996) ［18］提出的检验方
法是:
Δσt = ξ + ηt + ρσ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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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发散) : ρ = 0，η ＞ 0; H1( 收敛) : ρ ＜ 0，η = 0，ξ ＞ 0
为了更清楚地刻画过去 64年中该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过程，图 1首先给出了 15个经
济体在 1952 － 2016年间 σ系数和Gini系数的计算结果，并同时给出世界及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区人
均收入的 σ系数作为参照。
图1中 SIGMA和GINI曲线分别代表被研究的15个经济体的σ系数和Gini系数，相比前者，Gini
系数因为有确定的取值范围，因此也更加适合用于实践中的解释。可以看出，自 1952年开始，被研
究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上升到持平再到下降的过程。总体来讲，70 年代之前，收入差距
急剧上升，1972年两种系数均达到峰值，bσ 系数 1．09，Gini 系数 0．53②，已属于收入差距悬殊的范
围，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90年代后，各经济体之间收入水平差距逐渐下降，2008年的全球
性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再一次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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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其中，yi为第 i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n表示截面观测值的个数。
基尼系数用来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情况，取值为 0 － 1。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基尼系数取值低
于 0．2表示平均; 0．2 － 0．3表示比较平均; 0．3 － 0．4便是相对合理; 0．4 － 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表示收入差
距悬殊。0．4通常被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作为参照，图 1中另外 4条曲线 WOＲLD、EU27、NAFTA和 TFTA分别给出了同时期世界、欧盟
27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和非洲三方自由贸易区①区域内的人均 GDP 的 σ系数。其中，欧盟 27国的
收入差异 σ系数一直在 0．3 － 0．5之间，发展最为均衡，但 1990年之后其收入差距略有扩大趋势。
NAFTA的 σ系数长期介于 0．5 － 0．6之间，这是因为墨西哥与美、加之间的差异一直维持在一个稳
定的水平。非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在 1987年之前低于被研究经济体，但 1987 年之后不断升高，σ 系
数一度超过 1．5，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差异出现降低趋势，但截止目前仍然是世界发展最不均衡
的地区。世界范围的收入差距，由于太多国家的数据存在缺失，因此本文仅使用世界银行对高收
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 4个群体的平均人均 GDP 水平作为替代变量进行估算，计算年份
也仅始于 1982年。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σ系数一直都维持在 1．6以上，2000年以后才呈现缓慢
下降的趋势。整体上，被研究15个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大约是欧盟国家的3倍，世界收入差异水平的
2 /3，但其是否存在经济收敛，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统计检验。
图 1 1952 － 2016年被研究经济体及对比区域的系数和 Gini系数②
依据 Evans( 1996) 的检验方法，本文除了对 15 个经济体的整体收敛性进行检验，称为“全样
本”，还按照各经济体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单独列为一组，称之为“限
制样本”。从表 1结果可以看出，在针对全样本的检验中，趋势项 t的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负; σ t－1的系数为负值，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常数项为正，但未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
表 1 经济收敛性的检验结果
ξ η ρ ∑
ρ
i= 1
i 结果
全样本 0．024( 0．095) －0．0002( 0．044) －0．017( 0．284) 0．504( 0．000) 不收敛
限制样本 0．041( 0．018) －0．0003( 0．003) －0．048( 0．031) 0．457( 0．000) 收敛
观测值 64 64 64 64 －
注:括号内标注为回归系数所对应的 P 值，滞后阶数的选择基于 AIC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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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 、东非共同体( EAC) 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组成的三方
自由贸易区( The Tripartite FTA) 。
各指数的计算基于统计软件 STATA 14．0。
H0无法被拒绝，横截面方差不是一个稳定的序列，即 15个经济体在观测期内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
势。限制样本的结果中，σt －1 的系数为负值，并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趋势项 t的系数在 5% 的显
著性水平上非正。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之间人均收入的横截
面方差是围绕某个均值上下波动的稳定过程，在过去 64年的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 二) β收敛性检验和收敛区间的划分
上述对变异系数的检测很好地反映了各经济体收入差异水平的变化过程，但事实上各经济体
不同的发展速度则是各经济体不平衡增长的结果。那么，在不同群体和不同时间区间内，这种收敛
性是否会有所改变，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β 收敛则主要考虑从初始状态到均衡值的收敛
速度问题。如果 β小于 0，则意味着总体收敛，也就是初始值较高的经济体发展速度较慢，而那些起
点水平低的经济体发展速度较快，从而实现最终的无差异状态。如果这一过程不受是否加入其他
附加变量的影响，那么就被认为是绝对收敛。但也正如 Friedman( 1992) ［19］和 Quah( 1993) ［20］所
指出的，β收敛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减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根据对 σ系数时间序列的观察，可以看出区域内人均收入的非均衡状态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其收敛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存在，本文首先使用
未知断点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法对σ系数结构转折点进行识别。该方法由Bai和 Perron在2003提
出，①其优势在于不预先假设断点数目的基础上，得到关于断点数量和位置的结论。方法上使用贯
序检验和双重最大化检验，最大断点数量设定为 3，滞后阶数由 AIC 准则选定，最后综合两种检验
的结果确定最优断点数量和位置。检验结果确认断点位置出现在1970年和1992年，因此整体观测
期被细分为 1952 － 1970年、1971 － 1992年和 1993 － 2016年 3个子区间。
图 2横轴表示各经济体的初始人均 GDP 的对数值，纵轴则表示对应的时间区间内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的几何均值，斜线代表上述两变量的拟合回归线。如果上述理论成立，则该直线应从左上
向右下倾斜，代表较高的初始收入水平对应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在覆盖全样本的( a) 图中，回归直线有向下的趋势，但幅度并不明显，且各经济体分布较为分
散，按照拟合结果，β估计值虽为负数，但未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 ( b) 图中的回归直线从左到右
向上倾斜，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赢得了比低水平国家快更多的
经济增长率，β估计值显著为正，完全呈现发散状态，这也是导致这一区间内地区收入差距持续拉
大的原因; ( c) 图中的回归线基本与 X轴平行，在此期间，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增速放缓，尤其是
日本经济增速减慢，β估计值虽为负数，但未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区域内收入不平衡状态一
直较为严重，但也未继续加剧; ( d) 图中能够明显观测到区域内的收敛趋势，回归直线以较大幅度
向右下倾斜，且所有经济体都紧密地集中在回归线周围，较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加快，开始呈现
对高收入国家的追赶态势，此区间估计的 σ系数为 － 0．015，对应 P 值为 0．001，为绝对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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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量经济学文献提供了大量检验时间序列结构突变点的检测方法，包括 Andrews( 1993) 的未知断点结构
稳定性检验法，Liu、Wu和 Zidek( 1997) 提出的线性回归模型的 LWZ统计量检测，和 Lumsdaine和 Papell( 1997) 提
出的内生结构突变单位根检验模型等。但以上方法都只适用于单断点的检验，Bai 和 Perron( 2003) 提出的方法能
够同时检验时间序列中的多个断点，更适用于长时间序列的序列分析。
图 2 各经济体的初始收入水平与年均增长速度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论在哪一张图中，中国都是偏离回归线最远的一个国家，并一直都处于
曲线上方，即相对于初始收入水平来讲，其增长率远高于区域平均水平; 日本在后两张图中由曲线
上方转移至下方，表明日本进入高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放缓;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赶超出现在
1973 － 1996年间;印尼、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和缅甸则长期偏离曲线之下，表现出其在对高收入国
家实施追赶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和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收敛性的检测
结果截然不同，但收入差距转折点出现的时间则与东亚、东南亚经济体 70 年代开始实施出口导向
型的发展战略和 1992年开始启动区域内贸易合作的时间点高度一致，这就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去
验证整体贸易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关系的检验
经济收敛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旦该理论成立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
速度并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那么，到底哪些因素会促使收敛的出现? 在对于东亚、东南
亚发展经验的分析中，有一点被反复提及，即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是与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
要素禀赋相匹配的，林毅夫( 2005) 将其称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是否真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具有促进作用? 或更进一步，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是
否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 接下来，我们就试图从区域内贸易发展和各经济体的整体贸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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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两个角度分析其对经济收敛存在性和收敛速度的影响。
( 一) 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978年东盟开始实施特惠贸易安排，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从此区域内的
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1年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启动，紧随其后东盟 － 印度、
东盟 － 日本、东盟 － 韩国自由贸易区也相继签署。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共同发表了《启动区域全面贸易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一个覆盖 16个国家的
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启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得东亚、东南亚区域内贸易额不断
扩大，经贸合作持续加深。1993 － 2014年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比重增长 7．38倍，区外贸易
额增长 5．53倍。截至 2015年，本文所研究的 15个经济体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东
盟总体接近80%，韩国达到55%，日本超过50%，中国超过40%，印度达到30%。区域内进出口贸易
额占总体 GDP 的比例由 1970年 3．9%上升到 1993年的 11．9%，2000年达 17．6%，2015年该数值已
升至 22%。①
图 3 1961 － 2015年区域内贸易年增长率
图3给出了区域内贸易增长率的时序图，其中“INTＲA8”代表限制样本中8个经济体内部贸易
的增长率，“INTＲA15”代表全样本中各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率，而“UNDEVELOPED”则代表印
尼、菲律宾、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和印度7个后进国家对限制样本中8个先进经济体的贸易额的
增长率。总体上来看，这三个增长率的趋势较为一致，尤其是 1973年后，同步性更为明显。对比来
看，1993年之前较为发达的 8 个经济体之间的内部贸易增长非常迅速，1973 年增长率达到 65%，
1961 － 1993 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0%。7 个后进经济体对区域内贸易的参与度较低，1961 －
1993年间的区域内贸易年均增长率仅为前者的一半，约 10%。1993年，7个后进经济体对 8个先进
经济体的贸易增长率首次超过先进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率，1993 － 2015 年其年均增长率为
11．6%。此时，先进经济体的内部贸易增速却大幅放缓，增长率仅为 6．8%。②后进经济体在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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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ＲADE) 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ＲADE) 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贸易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与先进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也愈加紧密。
由于受到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区域内贸易的增长率虽
然与 1993年之前相比有所放缓，但与区外相比，区域内贸易仍是促进各经济体贸易增长的主要力
量。80年代中期开始，15个经济体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外部贸易增长速度，1993 年后这
种趋势不断加强。1992 － 2000年，前者平均增长率 11%，后者仅为 7%; 2001 － 2015年，区域内贸易
平均增长率 8%，而区外贸易增长率低于 6%。①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发生时，发达经
济体的对外贸易遭受的打击更为明显;而区域内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合作的开展，使得收入水平较低
的经济体收益较多，进出口增长更为迅速。基于此，本文就有理由检验: 区域内贸易是否是区域内
经济收敛出现的原因? 与各经济体整体贸易开放度的提高相比，区域内贸易是否在促进区域内收
入差异的缩小和实现区域内经济收敛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 二) 区域内贸易、整体贸易开放度与经济收敛的关系
近 20年来，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区域内贸易迅速发展，但长期以来在本地区多数经济体所实施
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中，美国、欧盟等区域外贸易伙伴发挥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因此，立足于这一
发展实际，本文同时检验区域内贸易和各经济体整体贸易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并对两者之间的结果
进行比较。依据 Barro和 Sala － i － Martin( 1992) ［21］提出的条件收敛的测算方法:
gi，T = β0 + β1 lnyi，t －1 + β2 lnxit + μi + vt + eit定义 gi，T@ T
－1( yi，T － yi，0 )
表 2 经济增长率收敛性的实证检验结果②
1971 － 1992年 1993 － 2016年
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 限制样本 全样本
β系数 － 0．013( ．00015)
－ 0．0059
( 0．19)
－ 0．012
( 0．0027)
－ 0．003
( 0．43)
－ 0．026
( 0．0002)
－ 0．0109
( 0．0006)
－ 0．024
( 0．0002)
－ 0．01
( 0．0009)
整体贸易开放度 0．009( 0．0502)
0．0185
( 0．0018)
0．009
( 0．205)
0．0079
( 0．101)
区域内贸易( 8) 0．00725( 0．0495)
0．0071
( 0．197)
区域内贸易( 15) 0．0124( 0．003)
0．007
( 0．08)
回归方法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面板 GLS
注:括号内注释为对应的 P统计值。
其中，gi，T 为 i国在第 0到第 t期人均 GDP 增长率的几何均值; yi，0 是 i国在第 T时间区间内以
美元现价计算的初始人均 GDP ; xit为本文选来代表外生增长因素的开放度; μi、υt和 ei，t分别表示截
面、时间和截面与时间交叉的 3个扰动项。β1是对收敛速度的衡量，即 β系数，其值小于 0就表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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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ＲADE) 国家数据计算获得。
面板数据的分析基于统计软件 STATA 14．0。
体收敛; β2 则表明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前文结果，1952 － 1970年的观测期中，无论是
限制样本还是全样本都呈现发散的趋势，因此下文分析只包括1971 － 1992年和1993 － 2016年两个
区间。增长率为以各区间开始年份为起点计算每 3年的几何平均增长率; 开放度为进出口总额与
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分别指 8个被研究经济体( 限制样本) 和 15个经济体( 全样本) 之间的内
部贸易数额。面板数据的 F检验结果显示表 2的 8组面板数据中，都为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豪斯
蔓结果显示均为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研究，检验结果如表 2。
1、不同经济体间收敛性和收敛速度存在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1971－1992 年间，限制样本中得到了收敛性的结果，β1 估计值为负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全样本中虽然 β1 估计值小于 0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这一时期内，“亚洲
四小龙”、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都取得了经济大发展。“亚洲四小龙”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先
后步入高收入国家，而完成这一跨越，它们平均只用了 8年，远高于全世界平均 17 年的标准。［22］而
马来西亚、泰国虽未跨入高收入国家，但也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反观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其他东
盟后进国家在这一时期却错失了发展机遇，陷入了政局动荡、经济政策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中，因此
全样本中无法得到经济收敛的结果，后进国家并未因为较低的初始收入水平而获得更快的发展速
度。1993－2016年间，全样本和限制样本中都得到了显著性的收敛结果，这一结果也与第三部分的
结果相互佐证。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率缓慢回落，保持稳定的低增长。中
国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年平均增长率接近 10%，其他后进经济体在此期间也获得了
较好的发展契机，纷纷脱离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群体。但总体来看，限制样本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收
敛速度仍远高于全样本经济体之间的收敛速度。
2、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虽然收敛性结论有所差异，但两组结果中各经济体的整体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还是有显著
正向效应。1971－1992年间，“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作为小规模经济体，
成功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发展奇迹。而其他后进国家，除了缅甸开放度水平急剧下降
外，其他经济体如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贸易开放度都持续上升，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都达到 50%以上，远超同期世界范围内约 38%的平均水平。① 1993－2016年间，限制样
本和全样本都得到了收敛性结果，但整体贸易开放度作为促进因子却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
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成为世界市场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其他低收入东盟国家政治也趋于稳定，开始大力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贸易开放度稳步提
高。但 1998年和 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接连发生，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导致了出口受阻，使得之前东
亚、东南亚各国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实施不力，开放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则受到
的打击更为严重。另外，从进出口数据的纵向比较上也可以看出，除了韩国、泰国和越南外，包括中
国在内，所有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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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的统计结果。
3、近年来区域内贸易是后进经济体实现赶超的重要助力
1971－1992年间，无论限制样本还是全样本，区域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明显，但
在 1993－2016年的区间中，区域内贸易的促进作用就仅存在于全样本中。通过对比区域内贸易水
平和各经济体的总体开放度水平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较发达经济体，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
推动力已经十分有限，但对于后进国家经济体，尤其在世界整体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区域内贸
易则是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追赶先进经济体的重要助力。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区域
内，区域内贸易为后进经济体提供了更好的“追赶”机会和条件。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
关注到区域内贸易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杨帆、滕建州( 2013) 的分析中提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的经济体间存在显著收敛，且相互之间的贸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在被研究区域，东
北亚的区域内贸易对地区经济收敛具有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在东南亚却并不存在。与两位
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选择了发展差异更大的 15个经济体，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得到了
更为具体的结论:首先，被研究对象虽然存在发展差异，但在 1993－2016年间依然可以证明 15个经
济体之间收敛性的存在，且这 15 个经济体既包括东北亚也包括东南亚主要经济体; 其次，随着东
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日益加强，区域内贸易对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差距缩小的推动
作用不断增强，并且在这一赶超过程中，区域内贸易要比各国面向世界的总体贸易开放度，发挥了
更重要的作用。
结 论
本文以亚洲 15个经济体 1952－2016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全面衡量了该区域在过去 64 年中人
均 GDP 的收敛性。结果显示，虽然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整个区域内并不
存在广泛的收敛性结论。在个体层面上，1990 年之前的日本、1970 年前的中国、90 年代后的东盟
欠发达经济体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时间维度上，1970 年和 1992 年是区域收入差异的
转折点，因此，虽然整个观测区间上无法得到收敛的结论，但 1993－2016 年间，15 个经济体之间存
在绝对收敛的检验结果。
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一直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 年，
随着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区域内经济合作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对研究样本进
行了时间阶段和次区域的划分，并分别对区域内贸易和个体经济开放度对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进
行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的确是创造“东亚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
推动力，更高的开放度可以在相互影响中缩小不同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初始差异，刺激经济发展，并
帮助后进经济体完成对先进经济体的追赶。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相继发生，世界
经济疲软，出口遭遇阻力后，其影响力逐步减小。反之，随着 199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区域
内各类双边、多边贸易协议的签订，区域内贸易额迅速扩大，不仅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且
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则获得了更多的
发展收益。事实上，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加强的今天，经济体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不但会影响
到整体经济的效率，更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如何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合作进程，促进平衡
发展，是各国政府在政策选择时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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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Economic Convergence and The Accelerating
Effect of Intra－Ｒegional Trad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YAN Sen
(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tendency to convergenc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ra－regional trade to income convergence proces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within spe-
cific groups of economies． Data of 15 Asian economies over the period of 1952 to 2016 are employ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come inequality is decreasing，but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does not exist． The export－orientated
strategy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nd help them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befor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but after the crisis，with the worldwide economy depression and export predica-
ment，intra－regional trade is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timulating their economic growth． Moreover，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will benefit more from the intra－regional trade，allowing they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finally
achiev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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